
试论 1 6世纪末至 1 8世纪初

锡伯族的社会经济

赵志强 吴元丰

1 6世纪末至1 8世纪初
,

是锡伯族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
。

研究这个间题
,

既

可 以弥补锡伯族社会经济研究方面的不足
,

又能对其族源的追溯有一定的参 考 价 值
。

鉴于

此
,

我们撰此拙文以为引玉之砖
,

不当之处
,

望读者斧正
。

一
、

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

考察 16 世纪末叶至 18 世纪初锡伯族的社会经济
,

便可发现
,

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属于绘
合型的经济

,

渔猎
、

畜牧
、

耕植
、

手工制作和商业贸易等生产部门同时并存
,

相辅相成
,

构

成了一个有机的经济实体
。

1
。

渔猎业 捕捞和狩猎作为一种生产活动
,

在锡伯族的社会生活中早 已成为现实
,

并延

续了很长时间
。

时至清代
,

锡伯族仍被称为
“

打牲部落
” 。

明末清初
,

锡伯族居住的嫩江
、

松花江流域
,

是天然的渔猎场所
。

河流湖泊鱼类丰富
,

山林原野禽兽成群
,

这些都是他们的
`
美味佳肴

” 。

渔猎的方式
,

或单独进行
,

或结伴而行
。

渔具有网
、

叉
、

独木舟
,

狩猎工具

有弓
、

箭
、

猎鹰等等
。

渔猎品除自身消费外
,

还用于交换
。

2
.

畜牧业 在科尔沁蒙古统治时期
,

锡伯族的畜牧业 比较发达
。

康熙二十四年 ( 1 685 年)
,

-

移驻黑龙江地区的清军经过锡伯地方时
,

曾一次就购买马 60 。匹
,

可见 当 时牲 畜之多
。

主要

牲畜有马
、

牛和羊
,

其次有驴和猪
。

马除了乘骑之外
,

还用来驾车
。

清初
, “

锡伯马车
”
在

交通运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
,

清政府经常调用
,

运输货物
。

牛既可耕地
,

又能用于交换
,

在

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
。

康熙年间
,

清政府曾派锡伯人力与耕牛
,

协助骚站人丁垦耕
。

牛羊

猪肉
、

乳酪是食品的来源之一 , 牛羊皮可以制革
、

制衣
,

或用来交换 , 羊毛可以制毡
。

牲畜

都是私有财产
,

各家各户自行牧放
,

自行食用
。

3
。

农业 嫩江
、

松花江流域农业之兴较早
,

有元一代己有一定发展
。

元亡明兴
,

连年的战 刊

火
,

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
。

但兀 良哈三卫等地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完全中断① 。

如今
,

松

嫩平原已成为有名的产粮区之一
。

这个地区
,

很早以来
,

起码在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末是锡伯

族活动的区域
。

据康熙朝满文档案记载
,

锡伯族在嫩江
、

松花江流域
“

居住年久
” , “

田耕

室居
” , “

向以务农为生
” 。

因此
,

康熙三十一年将锡伯人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时
,

令其自

行迁移
,

开垦种田
,

而没有发给
` 口粮及籽种

” ⑧ 。

由此可见
,

从事农业早已成为锡伯族的

生产活动之一
。

松嫩流域土性肥美
,

水源充 足
,

尤其是锡伯族最 集 中 的伯都呐等处更为优越
,

适合种

植
“

各种细粮
” 。

肥沃 的土地
,

充足的水源等自然条件是农业发展的保障
。

耕畜与铁器的使

用
,

则促进农业的发展
。

据档案记载
,

耕畜有牛
、

马
,

农具有犁
、

锄等
。

在这千里沃野
,

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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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族生产的
.
锡伯米

”
颇负盛誉

,
闻名遐迩

。

康熙二十二年 ( 1 6 8 3年 )征罗刹时
,

曾将
`
锡伯

米
”
二千五百石运至吉林伊屯口

,

转解缓挥 以充军晌
。

在黑龙江地 区驻兵设站以后
,

清政府经

常派人赴锡伯地方采买粮米
。

资料表明
,

当地各民族间的贸易往来较为频繁
。

但我们还没有

发现锡伯人购买粮食的记载
,

相反
,
有关骚站官兵及蒙古人等前 往锡 伯村 庄买 粮的记述

,

可谓俯拾皆是
。

这些情况说明
,

当时锡伯族生产粮食已自给有余
。

4
.

手工业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
,

为其 提供 必要器具的制造业必

然会应运而生
,

并且日益发展壮大
。

制造业 的兴起和发展
,

又能促进生产
,

方便生活
,

从而

推动社会的发展
。

纵观锡伯族的手工制造业
,

正是适应其渔猎
、

畜牧和田耕生活的需要而逐

渐发展起来的
,

并且在其社会发展过程 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
。

譬如
,

适应渔猎的需要
,

织

出了鱼网
,

制造弓箭 , 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
,

生产出锄镰犁耙以及车辆爬犁
。

这些器具
,

多

属 自制
,

当然也有从别处换取或抢来的
。

弓箭是射猎生活的产物
,

也是锡伯族传统钓手工制品之一
。

制作精良
,

种类繁多
。

以箭

为例
,

有大披箭
、

骨嫉箭
、

叉子箭
、

胞骨箭等
。

弓箭的制作技术世代相授
,

流传颇久
。

康熙年

间
,

齐齐哈尔城锡伯 24 牛录
,

各选取弓匠 1 人
、

铁匠 1 人
,

其中有 锡 伯 弓 匠 23 人
、

铁匠 6

人③
。

锡伯族移驻京师后
,

清政府从锡伯人 内挑 选 能工巧匠
,

充入武备院
,

从事弓箭的制

造
。

如光绪会典事例载
:
康熙三十九年

, “ 又增设锡伯鸣摘匠六名
、

锡伯箭匠三+ 三名
” 。

康熙四十五年
, “

又增设锡伯鸣滴匠三十一名
” ④ 。

武备院系清代国营兵器制造部门
,

决非

等闲之辈所能进出
,

锡伯匠人得以选充
,

足能说明其技艺之精湛
。

锡伯族的手工业
,

在车辆修造
、

房屋建筑以及生 活 用 品 的制作等方面
,

也都有一定成

就
。

然而
,

从整个生产规模
、

生产水平上看
,

锡伯族的手工业还很落后
,

长期停留在家庭手

工塑的水平上
。

5
。

商业 明初
,

设马市于辽东
,

共三处
。 一在开原城南关

,

接待 海 西女真入市
, 一在开

原城东五里北关
, 一在广宁城

。

后两处均接待兀 良哈三卫人前来贸易 , 锡伯即在兀 良哈三卫

中
。

明万历二十一年 ( 1 5 9 3年 )
, “

九部之战
”
爆发

, 以九部之失败而告终
。

据今人研究
,

这场战争的发生
,

除了政治因素
,

经济利益的冲突是其根本原因
,

即建州女真崛起 以后
,

切

断了锡伯等北方诸部同明朝的经济联系
,

垄断了马市之利
,
引起各部的不满

,

最终导致武装

冲突⑤
。

此后
,

随着女真 (满洲 )势力的强盛
,

锡伯与女真 (满洲 ) 的经济联系在不断发展
。

据载
,

天聪六年 ( 1 6 3 2年) 六月
, “

锡伯人绰托
、

松塔礼来渴皇太极
,

绰托献马一匹
、

貂皮

二十张
,

松塔礼献马一匹
、

貂皮十张
。

上纳绰 托 之 貂 皮二十张
,

余皆却之
。 ” ⑥崇德三年

( 1 6 3 8年 ) 三月
, “

锡伯 阿 拜
、

阿阂 来 朝
,

贡貂皮二十张
” ⑦ 。

崇德八年
,

( 1 6 4 3年 ) 正
` 月

,

拟多罗郡王阿达礼之母罪
,

其罪状之一便是
,

她 送 给 锡 伯人绰克托之妻佛头青布一百

匹
,

换取貂皮七十张⑧ 。

尤其是 满 洲 入关以后
,
自顺治二年 ( 1 6 4 5年 ) 起

,

至康熙十一年

( 1 6 7 2年 ) 止
,

精政府每年派人赴锡伯地方
,

以布正绸缎等物
,

向锡伯
、

索伦换取貂皮
、

者

荆孙皮
、

堪达罕角
、

羊皮等土特产品
。

交换方法是
:

绸 2 度易貂皮 1 张
,

佛头青布 2 正易貂

皮 1 张
,

佛头青布 6 无易猪俐孙皮 1张
,

佛头青布 1 觅易堪达罕角 l 只或堪达罕窝伙 4 个⑨ 。

牛马也是锡伯人出售较多的牲畜
,

在明代的马市上自然少不了
。

清初
,

黑龙江等地驻兵
,

吉林至墨尔根的骚站设置 以后
,

官兵人等常到锡伯地方购买牛马
,

资以当差
。

出售较多的还

有粮米
,

前已述及
。

此外
,

倒卖 皮 革
、

拐卖人口
,

谋 取 不义之财
,

也是一种发财手段
。

譬

如
:
康熙十二年 ( 1 6 7 3年 )

,

锡伯贺尔珠尔恨村诺木托佐领下王皮匠赴吉林乌拉卖牛马
,

返

回时拐来汉人逃犯常舒
,

卖给同佐领下席都
。

席都家人罗托
、

娄杜勒两人
,

又将常舒带往达



斡尔地方
,

以银 60 两
,
卖给额楞德依佐领下索 卜泰L 。

康熙二十七年 ( 1“ 8年 )
,

前往乌拉地

方贸易的某锡伯人
,

拐来一名在逃家奴朱儿
,

卖给达斡尔乌尔古图
,

得貂皮80 张⑧ 。

二
、

各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变化

尽管渔猎
、

畜牧
、

耕植
、

手工制造和贸易在锡伯肉的社会经济中长期并存
,

但它们的地

位并不相等
,

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
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
,

社会的发展
,

它们在经

济生活中的地位
、

作用
,

有了相应的变化
;
或不断发展

,

越来越起主要作用 , 或日趋萎缩
,

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
。

根据这些情况
,

16 世纪末至 1 8世纪 初 锡 伯 族的社会经济
,

可分为

3 个阶段
,

分述如下
。

第一阶段
,

上起明万历二十一年 ( 1 5 9 3年 )
“

九部之战
”
前后

,

下 至 清 康 熙三十一年

( 1 6 9 2年 ) 科尔沁蒙古
“

献出
”
锡伯止

,

相 当于 1 个世纪
。

在此期间
,

农业成为重要的生产部

门
,

从事耕作己经是比较普遍的生产活动
。

据后金天命朝 《满文老档》 及清康熙朝 《黑龙江

将军衙门满文档案》 记载
,

嫩江
、

松 花 江 流 域的锡伯
“

噶珊
” 星罗棋布

,

比比皆是
。

噶珊

者
,

耕田之人聚居之所也
。

又
,

前已述之
,

康熙三十一年清政府将锡伯族安置于齐齐哈尔等

三城时
,

以其住彼年久
,

向以务农为生
,

故令 自行迁移
,

没有发给 口粮籽种 , 粮谷也是锡伯

人 出售较多之物
。

这些情况
,

表明
“

务农
”
的普遍性

,

标志着农 业 在 社 会经济中处于重要

地位
。

畜牧业的地位也十分显赫
,

锡伯族的生产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畜牧业
。

当时
,

凡

男婚女嫁
,

多以牲畜作为
“
彩礼

” ,

就说明了这
一

点
。

康熙三十九年
,

管理茂兴等骚站官桂

勒贺呈文将军
,

内称
: .

查得
,

自康熙三十一年以来
,

无妻骚丁经奏准以银三十两聘娶锡伯

之女
、

寡妇者
:

塔冶尔骚站官丁李志英之子
,

娶镶黄旗阿木呼郎佐领下锡伯赛尔墨之女乌瑚

济为妻
,

送彩礼银三十两 , 卜奎骚站官丁司 良臣
,

娶镶白旗翁善佐领下额德之女为妻
,

送彩礼

银三十两
、

牛一头
,
特木德赫骚站官丁刘念武

,

娶正白旗锡伯鄂架岱佐领下披甲噶尔玛之妹乌

伦济为妻
,

送彩礼银三十两
、

佛头青布八匹 , 塔尔哈骚站官丁代国佐
,

娶镶红旗锡伯巴哩衰

佐领下赖斯哈之女坦齐礼为妻
,

送彩礼银三十两
、

牛二头 , 官丁司德荫
,

娶镶蓝旗锡伯鄂罗佐

领下楚尔克之女傅颜珠 为安
,

送彩礼银二十二两
、

马一匹
、

牛二头
、

驴一匹 ;
官丁张三

,

娶

镶蓝旗锡伯鄂罗佐领下拜岱之女博伦珠为妻
,

送彩礼银十两
、

马一匹
、

牛二头
、

佛头青布十

匹 , 官丁田常
,

娶镶蓝旗锡伯鄂罗佐领下 那木 浑之 女额 贺济为妻
,

送彩礼银十五两
、

牛一

头
、

粮一石 , 官丁七十八
,

娶镶白旗锡伯翁善佐领下图墨尔泰之女察哈德尔为妻
,

送彩礼马
一匹

、

牛六头 , 官丁马国良
,

娶镶黄旗札斯泰佐领下明安之女必保为妻
,

送彩礼银二十两
、

刊

人一名
、

牛一头
。 ” 0 同年

,

索伦总管玛布岱等呈文将军
,

内称
: “

查得
,

惟总管赛音齐克

牛录巴迪玛
,

原以牲畜十头
、

羊五十只
,

娶正白旗阿穆呼朗佐领下 阿穆尔泰之妹
。 ” 0 从 以

上 2 份档案来看
,

第一份共 9人娶 锡 伯女 9名
,

送银 18 7两
、

牛 15 头
、

马 3 匹
、

驴 1 匹
、

佛

头青布 18 匹
、

粮 1石
、

人 1名
,

除 2 人未纳牲畜外
,

其余 7 人各送牲畜若干
。

第二份
,

聘礼

全为牲畜
。

婚嫁聘币多用牲畜
,

如今以畜牧为主的民族仍从此俗
。

渔猎作为资生的辅助手段
,

在社会经济 中仍 起 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
。

日常生活的部分食

物
,

来自狩猎与捕捞
。

尤其是同外界交换的主要货物如貂皮
、

拾荆朴皮
、

堪达罕角等等
,

无

一不是猎品
。

渔猎是锡伯族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
。

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
,

基本上能为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器具
。

但它还没有从其他生



产部门中分离出来
,

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
。

生产的范围也很狭窄
,

诸如开矿
、

冶炼
、

纺织等

许多领域
,

几乎是空白
,

或发展甚微
。

由于生产能力有限
,

不能提供更多的产品
,

以满足人

们 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
,

许多物品就必须从外部换取
,

有时不惜采 取 偷 盗 抢劫以满足自身

的需要
。

《柳边纪略》 即云
:
锡伯地方

“

特以地属外藩
,

劫夺公行
,

不能禁
,

行旅每视为畏

途” O
。

从档案记载上看
,

当地偷抢案件的发生率确实较高
,

尽管清政府三令五中
,

严行禁

止
,

但收效甚微
,

禁而不止
。

康熙二十九年于墨尔根等处移驻官兵时
,

为了保证官兵及商贾

人等的生命财产安全
,

清政府又
“

通渝外藩四十九旗
、

索伦
、

达斡尔人等严禁偷盗抢劫
,

凡

有盗偷案件
,

将盗犯所在牛录之佐领
、

保长 以上一律治罪
” O

。

然而
,

移驻墨尔根等处的官

兵经过锡伯地方时
,

仍遭抢劫
,

牲畜财物被盗
。

譬如
:

康熙三十年初
,

佐领星额里等呈文黑

龙江将军称
: “

本年携眷迁来墨尔根时
,

二月初二 日
,

正白旗波莫都佐领下西泊科之青偏马
,

于

锡伯伯都讹村地方被盗
。

十四 日
,

正蓝旗精额德佐 领下星国之红花键牛
,

于锡伯乌聂恩村被

盗
。

同日
,

正红旗佐领额尔古勒之青吮马
,

于五家子地方被爽
。

十八 日
,

镶 自旗防御珍德依

之花骤马
,

于锡伯萨勒巴岱村地方被盗
。

同 日
,

正蓝 旗 防 御 达勒必山之腰刀一把
、

马箭六

枝
、

迎针箭五枝
、

大披箭一枝
,

于锡伯乌聂恩村地方被盗
。

二十二 日
,

镶黄旗星额里佐领下

纳凯之枣验蜿马一匹
、

白骗马一匹
,

于锡伯乌聂恩村地方被盗
。

二十六 日
,

正蓝旗额舒佐领

下尼木奇拉
,

于锡伯法依法里村北修完车赶来时
,

日落天黑
,

忽来锡伯人近二十名
,

捉住尼

木奇拉及闲散章京达勒必山家汉丁二名
,

将车载佛头青布十九正
、

白布二无
、

翠蓝布一尼
、

对

青棉袍一件
、

被子一床
、

棉花五斤
、

弓一张
、

鞋三双
、

布靴一双
、

布袜一双
、

单裤三条
、

衫

衣三件
、

鞍垫一件
、

髻后靴一付
、

帐房一座
、

毡子三度
、

油单一块
、

箭罩一对
、

刀一把
、

纸

一百五十张
、

棉花二斤
、

绒线五两
、

藤制凉帽二顶
、

白布十五匹
、

桦头三件
、

犁耳一件
,

一并

抢去
。

同日
,

闲散章京达勒必山车载被子一床
、

锅一 口
、

腰刀 一把
、

小豆一斗
、

凿子 一个
、

铃

一个
、

闪缎裙一件
、

镜子五面
、

大披箭二十七枝
、

箭桶一只
、

柜子一个内装什物未记其数
,

行至法依法里村北
,

忽来锡伯人近二十名抢去
。

二十五 日
,

正蓝旗佐领额舒之红键牛一头
、

黄键牛一头
,

于锡伯法依法里村地方被盗
。

二十六日
,

镶蓝旗鄂色佐领下波迪之黑骗马一匹
、

锻骤马一匹
,

于锡伯古鲁村地方被盗
。

二十七 日夜
,

镶黄旗佐领星额里之黄骗马一匹
、

青骗马

四匹
、

栗骗马一匹
,

于古鲁村地方被盗
。 ” 9 以上情况

,

从一个侧而反映了锡伯族在制作加

工方面比较落后
。

不过
,

偷盗抢劫不能满足全部要求
,

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多通过 正当途径而获得
。

当时
,

锡伯人或携带货物
,

远赴言林乌拉
、

盛京及京师等地贸易
,

或在住地与蒙古
、

达斡尔
、

汉族

居民以及清政府派来贸易哟官兵进行交换
。

通过 这 些 活动
,

锡伯人出售了自己的部分渔猎
` 品

、

牲畜和粮米
,

换取自身所必需的各种物品
,

主要是纺织品和铁器
。

可见
,

贸易在社会生

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
。

总之
,

在此阶段
,
各个生产部门纷呈并茂

,

相辅相成
,

维持着锡伯族社会的物质生活
,

尤其是渔猎
、

畜牧
、

耕植和交换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
,

发挥着较大作用
。

第二阶段
,

自康熙三十一年 ( 1 692 年 ) 科尔沁蒙古
“

献出
” 至锡伯族的南迁

,

其间只有

数年时间
。

但这短短的几年
,

对锡伯族社会经济的进程来说
,

堪称关键时刻
。

农业有了进一

步的发展
,

手工业似乎仍旧如前
,

商业贸易今不如昔
,

畜牧业开始衰退
,

渔猎作为资生的辅

助手段仍在发挥一定作用
。

康熙三十一年
,

清政府自科尔沁
“

赎出” 锡伯编入满洲上三旗
,

并令锡伯官兵摸眷移驻齐

齐哈尔
、

伯都访和吉林乌拉三城
。

其余未挑入披甲者
,

谓之附丁
。

锡伯附丁及其家口或仍住



原地
,

或易地安插
,

如原住嫩江西岸者
,

移生东岸
,

散处养息牡场外及辽河流域者
,

移至伯

都访附近
。

与此同时
,

清政府命锡伯附丁屯田
,

征粮以济兵晌
。

这在客观上促进 了锡伯族农

业生产的发展
。

康熙三十五年 ( 1 6 9 6年 ) 三月
,

锡伯附丁委章京莫齐塔尔等24 人呈文齐齐哈

尔城副都统职衔玛布岱
,

请求将分散居住的附丁移至各自所属牛录处所
,

理由之一便是
,

现

住之地
, “

今已无地开垦
,

若仍种旧地
,

则苦不堪受
” O

。

康熙四十年正月
,

署黑龙江将军

沙那海为经营官田事题称
: “

在伯都呐地方
,

有锡伯人之现成田舍
,

不计其数
。 ” 0 耕地之

多
,

以致到了
“

无地开垦
”
的程度

,

标志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
。

同以往相比
,

这时期的商业贸易大为逊色
,

其原因是多方面的
,

但清政府推行
.

国诱骑

射
” 、 “

重农轻商
”
政策是其主要原因

。 “
重农抑商

”
为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国策

,

清代自不

例外
。

清统治者又认为
, `

国语骑射
”
关乎国家之兴衰

,

满洲之
“ 旧道 ” ,

不可废弃
。

这样
,

锡

伯族被编入满洲上三旗之后
,

官兵则应差
,

附丁则务农
。

至子商业
,

则百般压制
,

不允许发

展
。

康熙三十六年 ( 1 6 9 7年 ) 二月
,

镶黄旗都喀佐领下崔有礼呈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玛布岱
,

请在该城开设当铺
。

但该副都统在咨 呈 黑龙 江将军的文内言称
: “

本处若开当铺
,

则达斡

尔
、

锡伯皆系新编旗之人
,

不知法纪
,

恐致妄行奢侈
,

当铺应请免设
。 ” L

曾在经济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畜牧业
,

也逐渐失去 了原有的地位
,

牲畜的豢养不如以

往那样受人重视
,

数量 日减
。

昔日漫山遍野到处是牛羊的景象渐趋消失
。

这种现象在康熙前

期已经出现
,

至此更显严重
。

物以稀为贵
,

牲畜数量的减少
,

必然导致其价格上涨
。

以黑龙江地

区牛价为例
,

清政府规定可用于当差之牛
,

每头为 6 两
,

当地骚站官兵常赴锡伯地方按价购

买
。

后因性畜价格不断上涨
,

按定价购买非常困难
。

于是
,

地方各级官吏同声疾呼
: `

黑龙

扛等处马牛之价较前为贵
,

仅能采买一二于乡村
。

若照部所折之价购买
,

断无所获
,

伏乞加

价
。 ” 。 同一时期

,

盛京
、

宁古 塔 两 处 牛价均为每头 4两 9 钱
。

可见黑龙江耕牛之贵
。

因

此
,

清政府曾禁止锡伯人等屠宰牛马卖肉
,

或用于祭祀
,

以保证向本地区骚站运输
、

农业生

产提供畜力
。

在此阶段
,

渔猎作为副业仍有重要的意义
。

尽管 贸 易 景 况不佳
,

对狩猎业是个沉重打

击
,

但从谋取直接生活资料的角度而论
,

渔猎品依然是 食 物 的来源之一
。

康熙三十三年六

月
,

黑龙江将军咨文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称
: “

著遍谕齐齐哈尔附近所住各村达斡尔
、

锡伯官

兵及布特哈索伦
、

达斡尔等
,

如有大窝雏鹰
,

则妥善饲养
,

于本月二十四日送至
。

再
,

达斡

尔
、

锡伯等饲养之鹰
,

如有好者
,

亦查出妥善饲养
,

本 将 军 赴木兰围时选带
。 ” 。 同年七

月
,

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安插 巴尔呼人事题称
: “

锡伯等所居嫩江流域鱼类丰富
,

相应将伊

等 (指巴尔呼人一引者注 ) 交给锡伯人等赡养
,

教之 以食粮
、

种田
、

捕鱼之道
。 ” @ 康熙三

十七年拟将齐齐哈尔的 锡 伯 族 迁往归化城时
,

康 熙 帝 又 指出
: “

归 化 城 地 方
,

地广有

鱼
。

” 冬 以上资料表明
,

当时渔猎在锡伯族的社会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
,

属于资生的辅助

手段之一
。

第三阶段
,

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锡伯族移驻京师和盛京等地 以后
。

康熙三十八年
,

清政府将吉林乌拉的锡伯族移至京师
,

除编入在京滴蒙八旗外
,

还派往顺天府所属的良乡
、

顺义
、

三河
、

东安以及山东的德州等地
。

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
,

将伯都钠和齐齐哈尔的锡

伯族
,

也先后迁到盛京
,

除编入盛京城驻防八旗外
,

多数分至盛京所属各处
。

锡伯族南迁以

后
,

更多地受到了外界的强烈影响
,

这种影响
,

在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等各个领域
,

均有不同

程度的表现
。

以经济而论
,

上述各地都是农业相当发达地区
。

先进 的生产技术必然促进锡伯

族农业的发展
,

使务农成为主要的谋生手段
。

实际情况确实如此
。

以盛京诸处为例
,

锡伯族



移驻 以后
,

吸取兄弟民族的先进技术
,

提高耕作水平
,

最终成为
“

仅靠务农为生
”

族
。

乾隆二十九年锡伯官兵千余人携眷移驻伊犁时
,

盛京将军舍图肯就奏称
:

.

的农业民

久
,

早弃畜牧之业
,

尤其是妇 女儿童不象索伦人那样从事放牧
,

乘骑牲畜
,

锡伯人居彼年

以
,

除拨给一定数量的马匹供官兵乘骑外
,

特以办给牛车
,

每户一辆
,

或驮运货物
。

所

既到伊犁
,

将军明瑞也奏称
:
锡泊人在原籍时

,

军 民 杂 处 城乡
,

以便家眷乘坐随行Q
。

之
,

锡伯族南迁以后
,

其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
,

仅以务农为生 O
。

由此观

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已跃居首位
。

与农业相比
,

其余生产部门则不可同日而语
。

成为主要谋生手段
。

不言而喻
,

这时

会经济中已失去存在的必要
。

当然
,

渔猎作为资生的手段 已成为历史
,

在整个社

论在东北

有人乘农闲之机
,

偶而捕鱼或狩猎
,

也并非不可能
。

无
,

还是在新疆
,

至今仍有人喂养猎犬
、

猎马

总而言之
,

锡伯族南迁以后
,

完全脱离了游牧生活
,

产离不开畜力的使用
,

,

置有鸟枪
、

鱼网
,

农 闲时外出渔猎
。

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
,

从事农业生

肉乳食品的获得有赖于禽畜的饲养
,

副业
,

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
。

至于手工业和商业
,

个社会经济较有影响的生产部门
。

但喂养 家 禽 家 畜只是作为一种

依然如故
,

未能发展成为独立的
、

对整

三
、

向农业经济转化的原因

锡伯族社会的经济结构从综合型转向单一型即农业经济
,

锡伯族也最终成为一个农业民

族
,

其原因何在 ?
“

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
,

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
,

在于事物

内部的矛盾性
。 ” L这一经典论述

,

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
。

锡伯族社会

经济的发展变化
,

其原因是多方面的
,

但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其内部 韵 矛 盾性
,

这就从根

本上决定了这种转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
,

是锡伯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
。

除此之

外
,

统治阶级的政策
、

生活环境的变迁
、

民族间的互相影响等等
,

都是属于第二位的原因
,

对促进这一转化起了很大作用
。

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
。

人类要生存
,

就必须采取种种手段来满足人们生活
:

的

需要
,

这就是生产活动
。

各种生产活动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又不尽相同
。

以食为例
,

渔

猎
、

畜牧 和 种 植 农作物
,

都能为人们提供一定的食物
。

但是
,

一般来说
,

渔猎经济是很不

稳定的
,

有时会发生渔猎无获空手而归的事情
,

即食物来源没有保证
。

畜牧经济比起渔猎来

优越得多
,

但牲畜毕竟是活的动物
,
遭受天灾如瘟疫流行

,

牲畜会大批死亡
。

牧放牲畜还需

要有足够的草场
,

否则会影响其数量的增加
。

这些都会直接影响生活资料的供给
,

畜牧经济
: 也不甚稳定

·

况且
,

逐水草而游牧
,

居无常所
,

流动性较大
,

生活也不甚安宁
。

与此相比
,

从

事农业的优越性就更多一些
。

人们可以在某一地方长期居住
,

生活较为安定
,

收获物可以储

存以备凶荒
,

提高了谋生的能力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经历了从渔猎
、

畜牧转向

耕植的过程
。

锡伯族社会经济结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化
,

其原因正在于此
。

当然
,

第二位的原因也不可忽视
。

生活环境的变迁
,

加速了锡伯族社会经济向农业经济

的转化
。

清康熙三十一年以前
,

锡伯族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时期
,

虽然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
,

但 由于居住地域广阔
,
水草丰美

,

加之受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影响
,

所以畜收业也比较发达
,

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
。

科尔沁蒙古
“

献出
” 之后

,

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
,

官

兵则分驻齐齐哈尔等三城
,

附丁则从事于农业
。

这使畜牧业面临危机
,

而农业的发展却日新

月异
。

南迁以后更是如此
,

前已述之
。

渔猎亦然
,

南迁以前
,

锡伯族生意
、

繁衍于美丽富饶的



松花江畔和嫩江流域
,

珍禽异兽名鱼为生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美味佳肴
,

所以渔猎成为生产

活动的一部分
。

南迁以后
,

环境大变
,

相对而言
,

可谓无鱼可捞
,

无禽可捕
,

无兽可猎
,
但

在另一方面
,

农业却高度发展
。

这样
,

渔猎作 为 谋 生 手段 已无意义
,

因而为农 业 经 济所

取代
。

统治阶级的重农政策在一定 程 度上 也 促进 了 锡 伯 族 农 业的发展
。

清康熙二十五年

( 1 6 8 6年 )
,

设锦州鄂佛罗至墨尔根 20 绎站
。

之后
,

清政府
“

每年派部
、

衙门之员
,

督率宁古塔
、

乌

拉官兵
,

锡伯
、

蒙古人力牛只以及官丁官牛
,

协助耕作
。

所获之粮
,

每口得给二石
,
其余归

公
。 ” @ 锡伯族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后

,

为了解决官兵的 口粮
,

宁古塔 将 军 件 保先题请
:

“
将移驻伯都访

、

乌拉之锡伯
、

卦尔察三千兵之附丁六千名
,

留附丁三千名
,

其余附丁三千

名令其种地
,

以征官粮
。 ” 函 继而

,

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也题请
,
齐齐哈尔 城 锡 伯 官兵之附

丁
,

照伯都呐
、

乌拉之例
,

留其一半
,

其余一半种地纳粮L 。

这两个题请均经户
、

兵两部题

准施行
。

向锡伯附丁征粮
,

事关边睡兵晌
,

所以清政府非常重视
,

不但严禁屠宰牛马以保证

耕畜的来源
,

还颁布
`

劝耕令
” ,

提倡通力协作以求收获
。

譬如
,

康熙三十五年 ( 1 6 9 6年 )二

月
,

黑龙江将军 咨文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等称
: “

本将军等业已晓谕墨尔根城官兵者
:
我等所

处之地
,

乃极边绝域
,

历来春迟秋早
,

收成不佳
,

粮谷无获
,

则四面无处采买
,

以致饥懂
。

主奴毖擎
,

各皆勤耕
,

方获食粮
,

以资生计
。

著春融冻解即行播种
,

耘褥夔灌
,

勿失其时
。

各旗牛录有赤贫无 讲牛者
,

以该牛录家资殷实人之犁
,

为之耕种 , 因疾耽误无人耕耘褥收者
,

以牛录之力相助 , 违令怠堕者
,

该管官责罚之
。

倘不畏此
,

仍旧怠堕
,

则来衙署出首
,

从重惩

之
。

贫苦无牛者
,

不 以牛录之犁助耕
,

因病耽误无人耕耘褥收者
,

不 以牛录之力相助
,

则将该

管官员
、

领催等严加治罪等情
。

彼处官兵及锡伯附丁等
,

宜照此通谕
。 ” L 可以肯定

,

这些

措施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
,

必定起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
。

注释
:

②③①①⑤口

O⑧

⑨公叨

0 0

蒙古族史编写组
:

《蒙古族 简史》第 1 70 一 1 71 页
。

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 一 1 6 92册
。

本 文所

引满文档案均由笔者译 佼
,

下同
。

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2 一 1胡5册
。

《钦定大清会典 事例 》 卷 1 2洲
。

膝绍篇
,

《 努尔哈赤评传 》 第 62 一 8 6页
。

天聪朝 《 满文 老档 》
。

崇德朝潇文 《 国史档 》
。

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7 一 16 9 4册
.

豁龙江将军衔门满文档案第01 一 1 6 8 4册
。

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 一 1 6 8 8册
。

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10 一 1 7。。册
。

杨宾
. 《 柳边纪略 》卷 1

。

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第。 8一 1 6 9 0册 .

黑龙江将军街门满文档案第10 一 1 6 9 1册
。

O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彭11 一 1 6 9 6册
。

0 黑尤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” 一 1 701 册
。

L 黑尤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5 一 1 6 9 7册
。

O 黑龙江络军衙门满文档案第。刁一 16 8 8册
。

@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勺
” 0 6一 1 69召册

。

0 黑龙江将军衙 门满文档案策 12 一 1 691 册
。

0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 一 1 69 8册
。

O 乾隆三十九午正月满文 《 月析档 》
。

O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满文 《 月折档 》
。

⑧ 《 毛泽东选集 》 第 1 卷
,

邹 2 7。页
。

⑥ 黑龙江将罕衙门满文档案第 09 一 I G01 册
。

⑧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“ 一 1 6 0 3册
。

③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7 一 1 6 9 3册
。

L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挡案第 11 一 1 6 9 6册
。

00。

州乍者工作单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)
〔责任编样 杨茂盛二


